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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部分针对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在有效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方面存在矛盾冲

突的现状， 参考地方政府在长三角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基于地方政府

竞争、 产业结构趋同与产业的分工演化的视角， 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 基本思路、 战略

重点以及制度约束等方面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 我国财政权和税收权向中央政府集中而投融

资权和企业管辖权向地方政府下放的做法产生了双重效应， 一方面削弱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的来源， 另一方面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地方经济决策的自由， 前者导致城市群内外长期财

政收支的不平衡， 后者放大了地方政府扩大投资促进增长的欲望和冲动， 此二者是破解提升

长三角城市群竞争力难题的关键。 地方政府实行的差异化政策对于城市群内外产业结构会产

生不同的影响， 同时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其他制度改革的支持与配合， 也受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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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

政府职能是政府在一定的时期根据阶级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 就是指政府

活动的基本方向、 基本任务和主要作用。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在应然的层面上， 指政府所

承担的基本任务； 一是在实然层面上， 指政府的实际行为所起到的作用。 政府职能具有层次性和动

态性的特点， 即政府的基本任务和行为方向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认识的提高而发生转变，

这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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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是在一定的市场机制下进行的并受到市场化条件约束。 随着我国一系列地区

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必然对地区市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一是消除地方政府对某些可市场化交易资源的垄断性配置和不当干预， 为地区市场竞争机

制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降低地区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 二是提高地方

政府提供地方公共品的能力和效率， 为地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地方公共品供给条

件； 三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地区社会经济利益导向必然产生多样化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 同时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中的模仿学习效应与互动竞争效应。 通过地区经

济发展模式选择与优化， 可以在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推动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的

形成， 进而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与全国统一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学界对地方政府行为与地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关注， 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我

国市场化导向的早期分权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现象； 另

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经济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 出现了一系列亟需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如经济增

长的不平衡、 社会冲突加剧、 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职能在市

场制度框架内进一步转变与改革， 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会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 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通过投资

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热情高涨并且效果显著。 财政分权改革是导致中国出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性

制度安排， 创造了允许不同地区进行改革试点的改革环境， 硬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 同时， 中

国政府组织治理结构中自上而下的集中体制安排以及中央根据 ＧＤＰ 政绩来考核地方官员的方法， 也

大大强化了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程度。 因此， 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 从而使得其

有动力来努力发展本地经济。 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影响经济资源的流动， 顺应国

家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规划， 不断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 加快区域经济内部结构的调整步

伐， 通过相互合作， 使长三角成为中国目前经济最为发达、 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 ２０１０ 年长三角地

区 １６ 个核心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已达 ４４９０９ 亿元 （如表 １）， 以占全国 １􀆰 １％的国土面积生产出了全

国近五分之一的 ＧＤＰ。

表 １　 ２０１０ 年长三角 １６ 城市部分经济指标

城市名称

地区生产总值
及增长率

第三产业
占 ＧＤＰ 比重

地方财政收入
及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及增长率

亿元 ％ ％ 亿元 ％ 亿元 ％

上海 １６９７１􀆰 ５５ ８􀆰 ２４ ５７􀆰 ５５ ２８４５５４１６ １３􀆰 ０６ ５１９３７８５１ －０􀆰 １９

南京 ４５１５􀆰 ２１ １２􀆰 ８５ ５２􀆰 ９１ ４８５２８３２ １８􀆰 ５３ ２８９１３９９５ ２３􀆰 ５７

无锡 ２９８６􀆰 ５６ １３􀆰 ００ ４６􀆰 １０ ３２３１４９６ ２４􀆰 ２３ １９９９４０４８ ２５􀆰 ０２％

常州 ２３１６􀆰 ２６ １３􀆰 ３０ ４１􀆰 １２ ２３９１４８０ ３３􀆰 ８７ １６４９９８１７ ２３􀆰 ６８

苏州 ３５７２􀆰 ２５ １３􀆰 ００ ４４􀆰 ５９ ３６０９８８０ ２０􀆰 ３４ １４４８１０２１ ２１􀆰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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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城市名称

地区生产总值
及增长率

第三产业
占 ＧＤＰ 比重

地方财政收入
及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及增长率

亿元 ％ ％ 亿元 ％ 亿元 ％

南通 １３９２􀆰 ８１ １３􀆰 ３０ ４２􀆰 ８３ １５５０３７２ ５１􀆰 ４２ ９７５７３００ ３５􀆰 ６６

扬州 ９８９􀆰 ４５ １４􀆰 ８１ ４０􀆰 ９１ ９１６０９３ ２４􀆰 ００ ５２３５５８６ ２６􀆰 ６２

镇江 ８４４􀆰 ８７ １３􀆰 ２０ ４０􀆰 ２６ ７８７７３１ ４０􀆰 ６３ ７７８２９４９ ３２􀆰 ０６

泰州 ５６６􀆰 ５２ １４􀆰 ９０ ３６􀆰 ４６ ７２４５９９ １６􀆰 １２ ４３１７０９０ ２４􀆰 ９３

杭州 ４７４０􀆰 ７８ １２􀆰 ００ ５２􀆰 ７６ ５８９４４１５ ２９􀆰 ９７ ２１８２７４６８ ２０􀆰 １１

宁波 ３０６２􀆰 １６ １１􀆰 ８０ ４３􀆰 ６４ ３７０６９６１ ２５􀆰 ３９ １４０９１９５６ ３􀆰 ４０

嘉兴 ５７８􀆰 １７ １３􀆰 ９０ ４３􀆰 ５８ ６０１８８９ ２６􀆰 ７０ ４２１６５５４ １２􀆰 ９０

湖州 ５９６􀆰 ４４ １１􀆰 ９０ ３８􀆰 ５６ ４２３７６３ １７􀆰 １５ ３３４９２７２ ５􀆰 ３６

绍兴 ４６６􀆰 ６９ ８􀆰 ８０ ５１􀆰 ８８ ４８３２９７２ １２􀆰 ３６ ７４０８１０ １９􀆰 ６２

舟山 ４５６􀆰 ５２ １１􀆰 ７０ ４９􀆰 ０８ ５０２７９７ ２５􀆰 ７６ ２７５６９１７ １９􀆰 ２０

台州 ８５２􀆰 ７７ １２􀆰 ００ ４７􀆰 ５３ ７２３６１２ ２２􀆰 ６２ ２８９７７０２ ３􀆰 ７１

　 　 资料来源：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

Ｔｅｉｂｏｕｔ （１９５６） 和 Ｂｒｅｔｏｎ （１９９６） 指出其负面影响， 认为地方政府官员为增长而竞争， 可能会

倾向于发展一些逆比较优势的战略性产业， 从而表现出重复建设、 资源浪费、 市场割据和地区非专

业化的倾向。 不规则的财政分权导致了政府非正式财政收入规模的膨胀， 使地方政府商业化， 拉大

了地区之间的差距。 也会造成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投资波动和投资膨胀， 削弱了中央财政进行全国性

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力。 长三角地区政府的过度竞争使区域内环境、 资源制约越来越大， 产业结构趋

同， 轻重工业比重失衡 （如表 ２）， 也会引起价格机制的扭曲， 导致整体经济的效率损失。

表 ２　 长三角二省一市工业企业总产值构成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轻工业百
分比 （％）

重工业百
分比 （％）

轻工业百
分比 （％）

重工业百
分比 （％）

轻工业百
分比 （％）

重工业百
分比 （％）

２００５ ２５􀆰 ４７ ７４􀆰 ５３ ３１􀆰 ２３ ６８􀆰 ７７ ４５􀆰 ９９ ５４􀆰 ０１

２００６ ２４􀆰 １８ ７５􀆰 ８２ ３０􀆰 ２６ ６９􀆰 ７４ ４３􀆰 ７９ ５６􀆰 ２１

２００７ ２３． ０２ ７６􀆰 ９８ ２８􀆰 ９０ ７１􀆰 １０ ４３􀆰 ０２ ５６􀆰 ９８

２００８ １６􀆰 ７０ ８３􀆰 ３０ ２７􀆰 １５ ７２􀆰 ８５ ４１􀆰 ５０ ５８􀆰 ５０

２００９ ２２􀆰 ７６ ７７􀆰 ２４ ２７􀆰 １０ ７２􀆰 ９０ ４１􀆰 ９１ ５８􀆰 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１􀆰 ５６ ７８􀆰 ４４ ２６􀆰 ６３ ７３􀆰 ３７ ４０􀆰 ６６ ５９􀆰 ３４

　 　 资料来源： 根据上海、 江苏、 浙江 《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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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 房地产业已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 基于此种情况， 吴福象、 姜凤

珍［９］基于房屋租售比、 收入比两个指标衡量不同区域住房价格的高低， 结果发现： 不同区域房价收

入比不同， 不同阶层房价收入比相差很大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 政府必须控

制房价上涨速度， 加快保障房建设， 完善由政府保障、 政府支持和市场提供构成的三级住房模式，

同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培育市民合理的住房消费观。

当前， 我国改革开放正值纵深化、 全面化和系统化的攻坚阶段， 改革的攻坚阶段实际上是社会

博弈的相持阶段。 关键问题是怎样才能使相持的时间不至于太长， 不至于形成长期徘徊的 “动态超

稳定综合病”， 更不至于形成坏的均衡。 单单依靠社会博弈并不一定能够使改革得到一个好的博弈均

衡解， 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高尚全教授在总结我国政府改革经验及存在问题的基础

上， 高度赞扬政府职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他提出： “从我国整个改革的大局来

看， 各项改革的配套性和关联性在加强， 经济体制改革要顺利进行， 还应加快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

改革。 而政府改革既联结经济体制改革， 又联结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也是一个转型国家， 发展加转型的双重特征决定了中国政府需要发

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鉴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以及世界级城市群构建过

程中现实存在的问题， 如何合理界定 “看得见的手” 与 “看不见的手” 各自的作用范围和边界， 促

使 “两只手” 各得其所与相得益彰是一个亟待破解的理论及实践难题。 而加快长三角政府职能转变，

进一步推动传统 “管理型政府” 向现代 “服务型政府” 转变以及合理的财政分权， 真正使政府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帮助之手” 而非 “掠夺之手”， 是实现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微观运行达到有机

结合的必由之路。 研究我国长三角地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进程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具有一定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二、 政府职能转变基本思路

（一） 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经典理论

早期的联邦主义思想： 由于中央统治者公务繁忙且难以监督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情况， 因

此统治变得很困难。 对此， 孟德斯鸠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１７４８） 并不相信民主制度就能解决大国治理的

难题， 而认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更丰厚的奖励和更严厉的惩罚来实现对下属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

即便后者很难被有效地监督。 与此不同， 卢梭 （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１７６２） 相信， 若采取选举性分权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即地方官员由地方选民选举， 并且将相应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 （ｄｅ⁃

ｃｉｓｉｏｎ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则大国的治理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强调，

缺乏统一管理的分散各邦难以提供跨州公共品， 彼此之间经常采取贸易壁垒主义措施不利于统一市

场的形成， 而且还在进口关税等方面展开恶性竞争， 因此主张强化联邦 （中央） 政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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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Ｈａｙｅｋ 指出， 如果地方官员是有公德心的、 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 那

么， 让那些更了解地方事务的地方官员来负责公共产品将更加有效， 即联邦主义比中央集权将更能

增进社会福利。 进一步地， 当居民对公共偏好存在地域的异质性而中央政府却缺乏相关知识时， 把

提供公共品的责任和相应的财权尽量下放给地方就能提高社会福利， 除非某种公共品有很大的地区

间溢出效应。 蒂伯特 （Ｔｉｅｂｏｕｔ） 选择的条件包括： 在该国家有多个社区可供公民选择、 公民在社区

间具有完全的可移动性、 公民对不同社区的税收各公共支出之间的差异具有完全知识、 城市管理者

追求一个最优的社区规模。 在该种假设下， 每一个地方具有一个反映其居民意愿的收入和支出模式。

也就是说， 公民 “用脚投票 （ｖｏｔｅ ｂｙ ｆｏｏｔ） ” 来引发类似市场竞争的辖区内竞争。 各个社区以最低

的成本提供高品质的公共品来吸引和稳定居民。 当然， 高品质的公共品供给要求较高的税收水平。

结果， 这不仅实现了公共品和消费偏好的匹配， 而且保证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在恰当的水平上的

平衡。

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理论： 联邦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分权， 并由此在地方上制造出多个可供选

择的权力中心来制衡中央政府。 不过， 分权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多个权威中心的存在使得流动性要

素所有者能够真正获得类似市场的退出权， 从而引发辖区间竞争。 这种竞争能够促使政府提供更加

友好的商业环境， 从而有利于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 该观点还努力将政府间关系纳入现

代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 只不过他们所理解的企业理论还主要是基于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 从而强

调他们的理论致力于解决 “何种恰当的政治制度以便激励政治官员与公民福利相一致” 的问题。 与

古典财政联邦主义不同， 该理论关注于政府组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因而它属于发展经济

学而不属于一般的公共经济学。 同时， 该理论借用经典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来探讨

政府间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可视为联邦主义的第二代理论。

中国式联邦主义理论： 特征之一， 财政分权。 在改革前， “统收统支” 是中国基本的财政制度。

在这种体制下， 全部的财政收入集中到中央政府并由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包括所有地方政府和国有企

业的统一预算。 改革后， 这种僵化体制被 “分灶吃饭” 的体制所取代。 虽然这种体质增强了地方政

府的财力， 却削弱了中央财力。 因此， 在 １９９４ 年实行了以划分事权和财权为基本思想的 “分税制改

革”。 一些学者证明分权和辖区间竞争可以迫使政府减少对无效率国企的补贴和救助， 加快国企的民

营化改革， 增加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１３］。 同时提出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成为 “剩余索取

者”， 并有了追求地方税收最大化的积极性。 不少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

间存在的相互关系。 林毅夫、 刘志强［５］ 利用 １９７０－１９９３ 年省际面板数据发现，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张晏、 龚六堂［１２］利用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年的省级数据发现， 在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之

前， 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 相反， 在分税制改革后， 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有正影

响。 特征之二， 政治集权。 具体表现在中央政府能够评价下级官员的政绩并决定后者的政治命运。

Ｌｉ 和 Ｚｈｏｕ 利用 １９７９－１９９５ 年的经验数据发现， 各省主要领导职位升迁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 周

黎安［１４］指出： 以 ＧＤＰ 为核心指标的晋升竞标赛是理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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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财政分权下各地方政府行为差异

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信息和激励的原因导致生产效率不断下降。 而计划经济本身又要求实行

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 中央财政直接控制全社会绝大部分经济资源， 同时财政负责支付几乎所有经

济建设投资。 这样， 生产效率低下使得一方面政府财源出现萎缩， 另一方面为保持同样的产出， 政

府需要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 两方面的原因直接导致了巨大的国家财政压力。 在意识形态和民间经

济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 中央政府不可能通过直接放弃对经济建设的投入、 实行经济自由化来减

轻这一财政压力。 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试图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的改革努力以及中国以农业为基

础的经济结构， 使得中国形成了多层级、 多地区的政府组织架构。 中央政府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

面对意识形态的约束， 在改革目标的不确定以及多层级、 多地区政府管理架构的现实条件下， 选择

了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压力， 走上财政分权之路。

但是， 由于各地区资源要素禀赋不同， 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各地区所形成的

轻重工业比重、 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也不相同， 使得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完

全一致的财政分权形式， 而且随着改革的推进， 财政分权形式也被不断调整。 这样， 不同的财政分

权形式和不同的经济结构就对地方政府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激励和约束机制， 进而导致了地方政府行

为的差异， 出现 “强化市场型”、 “勾结型” 和 “掠夺型” 行为类型， 从而不同地区的经济环境在不

同时期也会表现出 “无形之手”、 “援助之手” 和 “攫取之手” 的差异。 其结果是一方面计划经济体

制约束在地方政府层面不断被突破， 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措施为各个地方政

图 １　 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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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竞相采纳或模仿， 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在实现转型的同时， 得以保持稳定而快速的增长； 另一方面

不同地区、 不同时期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也使得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转型路径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不同地区的资本积累方式互不相同、 市场化进程不一致， 经济转型也表现出试点、 增量、 双轨制等

特征。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 上述理论框架中所谓 “强化市场型地方政府” 是指那些受到财政分权、 地

区经济结构以及相关政治因素的激励和约束， 致力于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 并且能够强制

执行各种契约， 而不是去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的地方政府； “勾结型地方政府” 则通常通过产业政

策、 进入管制甚至直接对企业的控制等手段， 以 “援助之手” 对特定企业或产业进行支持， 同时也

抑制某些企业或产业的发展； “掠夺型地方政府” 则意味着该地方政府组织松散， 由一群各自为政，

很少受到统一公共政策指引的官僚组成， 各自利用手中的职权来对经济主体进行掠夺、 竞租， 对市

场实行掠夺性管制。

虽然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国企进程、 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也应意识到分权和辖

区间竞争可能会产生一些副效应， 比如全国性的公共投资不足［２０］， 教育、 医疗等一般性公共品供给

不足［２２］［１］， 辖区间发展失衡［１９］， 地方保护主义［１５］［２４］ 以及在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恶性竞争。 杨其

静证明： 中央－地方分权下的辖区竞争促使地方政府向工商企业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之手， 从而促进

了经济增长； 但与此同时， 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也将向弱势群体伸出掠夺之手， 不得不以对资源所

有者的不公平交易为条件， 为投资者提供廉价的资源和必要的基础设施， 从而危害了社会和谐。 这

意味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央－地方的分权关系和官员政绩考核体系都应该作调整。 中央政府

必须设定恰当的政绩考评体系， 并赋予地方政府恰当的权力， 以便促使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维护

社会和谐之间做出恰当权衡。 具体而言， 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大量资源未被有效使用时， 应该加

大经济增长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 且应赋予地方政府较多的资源处置权和财权； 反之， 随着经济的

发展， 资源变得很稀缺， 以大量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将可能变得严重危及社会和谐， 因此有

必要降低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的权重， 并将一些关键资源的处置权向上集中。 不过， 当

经济发展水平足够高， 资本变得相当丰富时， 相关资源的处置权可以重新下放给地方政府。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 首先， 框架中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具体形式是由各地区经济结构、 经

济发展水平及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的谈判等因素所决定的， 是内生的。 其次， 虽然框架对地方政府

行为类型进行了一个划分， 但并不意味着某一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类型始终是不变的。 随着整个国

家经济转型的推进， 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 以及本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 该地区地方政府的行为会

不断演化， 而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反过来也会影响国家整体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环境。

（三） 地方保护主义与产业结构趋同

在长三角城市化群落中， 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城市群对经济增长

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新引擎作用。 吴福象、 刘志彪［８］ 认为城市化群落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是通

过两种机制来实现的： 一是当要素在区域间能自由流动时， 一些优质要素主动向大城市集聚， 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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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要素则选择向小城市集中， 结果提高了长三角城市群要素积聚的外部性， 提高了城市群研发创新

的效率， 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是在要素能流动时， 城市群内政府通过 “蒂伯特选择” 机制来实现，

即政府为了吸引城市群外的企业和产业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更新改造的比例， 加大了对城市群

内基础设施投资的比例， 降低了企业交通运输成本， 强化了需求关联的循环积累效应和投入产出联

系， 促进了城市群的经济增长。

长三角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并不明显， 各城市选择的发展路径也比较接近， 在各市的规划中，

又大多把制造业、 重化工、 物流等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 因而长三角各市间的产业结构同质现象比

较突出。 长三角各省市三次产业结构的相似度较高， 第二产业均占主导地位， 第三产业居中， 各市

的差异不明显， 特点不突出， 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各行业更为相似。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江浙沪两省

一市在十大行业中有 ６ 个行业相同。 其中， 上海和浙江有 ６ 个行业相同， 上海和江苏有 ８ 个行业相

同， 江苏和浙江也有 ８ 个行业相同， 只是排序稍有不同。

表 ３　 江、 浙、 沪两省一市工业总产值比重前 １０ 位行业比较 （２００４ 年）①

排序 上海 江苏 浙江

１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纺织业

２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纺织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３ 黑色金属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５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７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８ 金属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９ 专业设备制造业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

１０ 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 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 塑料制品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工业研究中心提出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 Ｓｉｊ ＝
∑

ｎ

ｋ ＝ １
Ｘ ｉｋＸ ｊｋ

∑
ｎ

ｋ ＝ １
Ｘ２

ｉｋ∑
ｎ

ｋ ＝ １
Ｘ２

ｊｋ

（０ ≤Ｓｉｊ≤１）， 其中Ｘ ｉｋ， Ｋ ｊｋ 表示Ｋ部门在 ｉ地区和 ｊ地区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Ｓｉｊ 表示 ｉ 地区和 ｊ 地区产

业结构的相似系数。

根据以上公式，再选取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南通和台州 ６ 市进行计算，得出结果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见表 ４）。 其中， 上海和苏州、 上海和杭州、 苏州和杭州等城市间的相似系数均达到或超过了 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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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玉芳， 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空间模式协同性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２００８， 科学出版社。



表 ４　 长三角地区典型城市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城市 苏州 杭州 南通 台州 宁波 上海

苏州 １

杭州 ０􀆰 ８０ １

南通 ０􀆰 ５０ ０􀆰 ８０ １

台州 ０􀆰 ２７ ０􀆰 ６１ ０􀆰 ５２ １

宁波 ０􀆰 ５２ ０􀆰 ７３ ０􀆰 ７３ ０􀆰 ６６ １

上海 ０􀆰 ８８ ０􀆰 ８３ ０􀆰 ５１ ０􀆰 ５８ ０􀆰 ６８ １

　 　 从表 ３ 和表 ４ 可以看出， 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现象明显。 一般说来， 地区产业结构同时受到自

然因素、 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而在社会因素中， 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地区产业调

整的进程中， 地方保护主义被认为是造成国内市场分割、 地区经济封锁， 进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

同的重要因素。 在同一地区产业结构同质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发展的局面， 从而提升区域竞争力。 但

是过度同质， 特别是由政府主导、 相互攀比而造成的过度同质化， 容易导致恶性竞争， 并由此造成

内耗加剧与市场秩序的无序化。 目前的诸多现象让我们必须承认地方政府有动机和行为能力对本地

区经济实行保护。

下文以讨论地区产业结构为着眼点， 构建一个以厂商投资最优化模型为基础的两期模型来讨论

产业分布的调整过程中政府的作用。 模型假设： 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地区 ｉ ＝ １， ２， 考虑一种制造业。

两个地区初始的资本存量分别为 ｋ０１、 ｋ０２。 假设只有一个厂商， 考虑两个时期 ｔ ＝ ０， １， 在第一期，

厂商决定在两个地区各投资多少， 厂商的目标是最大化第二期期末时两期的总财富。 假设每个时期

之间的贴现率为 β ， 资产的折旧率为 δ 。 对于其他因素， 有以下假定：

１􀆰 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ｆｉｔ ＝ ｆ（αｉ， ｋｉ
ｔ）， ｉ ＝ １， ２， ｔ ＝ ０， １， 上标表示地区， 下标表示时期， 其中，

αｉ 表示两地生产力， 包括了资源、 技术等因素。 为了讨论方便， 我们暂时忽略劳动。

２􀆰 每个厂商第 ｔ 期在两个地区的投资成本为 ｒ（ Ｉ１ｔ ） 和 ｒ（ Ｉ２ｔ ）。 ｒ′（·） ＞ ０， ｒ″（·） ＞ ０。

３􀆰 两个地区的产品可以交换， 但是存在贸易成本。 假设地区间产品的贸易成本为 Ｔ （ａ）， ａ 表

示地区 ２ 生产的流入地区 １ 的产品数量。 贸易成本表示厂商如果将厂房建在地区 ｉ， 将一单位产品运

至地区 ｊ 销售所耗费的成本。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贸易成本主要为运输成本； 在有政府保护时，

Ｔ 还包括了人为地贸易壁垒所耗费的额外成本。 贸易成本函数是一个偶函数。 （ 当 ａｔ ＞ ０ 时，

∂ Ｔ ａｔ( )

∂ ａｔ( )
＞ ０； 当 ａｔ ＜ ０ 时，

∂ Ｔ ａｔ( )

∂ ａｔ( )
＜ ０． ）

４􀆰 两个地区的价格由需求反函数 Ｐ（ｑ） ＝ ｓ － ｑ 决定， ｓ 足够大使得 Ｐ＞０ 始终成立。 ｑ 表示市场上

出售的产品的数量， 若假设从地区 ２ 流入地区 １ 的产量为 ａ ， 则 ｑ１ ＝ ｆ１ ＋ ａ， ｑ２ ＝ ｆ２ － ａ 。 其中， 上标

表示地区。

根据以上假设， 我们可以写出厂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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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
Ｉ１， Ｉ２

－ ［ ｒ（ Ｉ１） ＋ ｒ（ Ｉ２）］{ ＋ β ｐ（ｑ１
１）ｑ１

１ ＋ ｐ（ｑ２
１）ｑ２

１ － Ｔ（ａ） ＋ （ｋ１
１ ＋ ｋ２

１）（１ － δ）[ ] ｝

ｓ． ｔ．

　 　 　 ｋｉ
１ ＝ （１ － δ）ｋｉ

０ ＋ Ｉｉ

　 　 　 ｐ（ｑ１
１） ＝ ｓ － （ ｆ１１ ＋ ａ）

　 　 　 Ｐ（ｑ２
１） ＝ ｓ － （ ｆ２１ ＋ ａ）

　 　 　 ｉ ＝ １， ２； ｔ ＝ ０， １

（６􀆰 １）

当政府对本地区产业进行保护时，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效应：

第一， 政府设置贸易上的壁垒， 这相当于使两个地区的产品的贸易成本增大从而使得 Ｃ 增大，

由上面 ｋ１
１ 和 ｋ２

１ 的解有：

ｋ２
１ － ｋ１

１ ＝
１
Δ
｛ ２ ＋

ａ１ａ２

ｃ ＋ ２
＋
ａ２
１（ｃ ＋ １）
ｃ ＋ 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ｋ２

０ ＋
ａ２ｓ
２

－ ３
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２ ＋

ａ１ａ２

ｃ ＋ ２
＋
ａ２
２（ｃ ＋ １）
ｃ ＋ 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ｋ１

０ ＋
ａ１ｓ
２

－ ３
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ｗｈｅｒｅΔ ＝ ２ ＋
ａ２

１（ｃ ＋ １）
ｃ ＋ 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 ＋

ａ２
２（ｃ ＋ １）
ｃ ＋ 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ａ１ａ２

ｃ ＋ 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

从这个结论可以推导出
∂ （ｋ２

１ － ｋ１
１）

∂ ｃ
＜ ０。 这一结论说明， Ｃ 的增大会使得资本向相对来说没有

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 贸易成本的增加会加剧产业结构的趋同。 在没有政府保护时， 地区间的贸易

成本主要是指运输成本； 而当政府设置贸易壁垒时， 额外的贸易成本就产生了。 这两部分任一部分

增加都会导致贸易成本的增加， 从而加剧两个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

第二， 政府对产业直接扶植性的投资。 这时厂商问题可以写成：

ｍａｘ
Ｉ１， Ｉ２

－ ［ ｒ Ｉ１( ) ＋ Ｉ２( ) ］ ＋ β［ｐ（ｑ１
１）ｑ１

１ ＋ ｐ（ｑ２
１）ｑ２

１ － Ｔ（ａ） ＋ （ｋ１
１ ＋ ｋ２

１）（１ － δ）］{ }

ｓ． ｔ．

　 　 　 ｋｉ
１ ＝ ｋｉ

０ ＋ （１ － δ） Ｉｉ ＋ ｇｉ

　 　 　 ｐ（ｑ１
１） ＝ ｓ － （ ｆ１１ ＋ ａ）

　 　 　 Ｐ（ｑ２
１） ＝ ｓ － （ ｆ２１ ＋ ａ）

　 　 　 ｉ ＝ １， ２； ｔ ＝ ０， １

（６􀆰 ２）

这里可以解出：
∂ （ｋ２

１ － ｋ２
１）

∂ ｇ１ ＜ ０；
∂ （ｋ２

１ － ｋ１
１）

∂ ｇ２ ＞ ０

也就是说， 政府的直接投资会加速资本在本地的积累， 但是， 同时也可以看到， 如果两个地区

的政府都对产业直接投资， 那么政府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是否趋同有怎样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这取

决于政府投资的相对大小。 如果不同地区的政府对不同的行业投资， 加速本地资本在不同行业的积

累， 那么理论上会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化。

综上所述， 地方政府的本地经济保护对地区产业结构有扭曲作用， 贸易成本的增加会使地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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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有趋同的趋势， 而政府投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

异化。 在 １９８０－１９９４ 年的行政分权改革和 １９９４ 年的税收改革之后， 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格局发生

了变化。 与改革之前相比， 财政权、 税收权向中央政府集中， 而地方投融资权和企业管辖权则向地

方政府下放。 这一方面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 另一方面则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经济决策的

自由， 使得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愿望巩固税基以保证财政收入， 而对地方税收有重要贡献的地方企业

就是保护的主要对象。 地方保护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企业， 尤其是民企获得实际的产权保护和廉

价的公共资源，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 地方保护也会抑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和公司治理

结构的完善， 还会导致租金的耗散、 不公平竞争以及产业同构。

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对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引导， 但是要慎用部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即使是基于

扶持 “幼稚产业” 的理由而实施部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其时间也不宜太长。 政府应尽量采用功能

性的、 对其他部门都适用的产业政策对其进行扶持和鼓励， 例如人力资源培训、 环境保护、 技术创

新等。 为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对产业同构的负面效应， 就应该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 削弱地

方政府对本地经济实行保护的动机， 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在经济决策中的蒂伯特选择功能。

要协调好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是协调好选择相同或者相似地区经济发

展模式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 消除各种利益摩擦和冲突， 促进地区之间在市场淮人与市

场竞争、 产业发展、 跨地区公共产品供求方面的协调与配合； 二是协调好选择差异性地区经济发展

模式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 发挥各地区在资源禀赋、 产业发展、 地理区位、 地方公共产

品供给、 地区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的比较优势， 互相补充， 相互促进， 形成优势互补与高效有

序的地区间分工合作关系， 推动地区之间的市场一体化与产业一体化。

三、 政府职能转变战略重点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需要一定的市场化条件， 市场机制是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

同时也受到地区经济规模与发展程度、 市场规模与市场结构、 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和约束。 地方政

府职能转变并不是绝对地、 单向地、 简单地把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与资源配置权向市场转移， 而

是涉及地方政府职能定位、 地方政府组织结构优化、 地方政府运行绩效提高、 地方政府如何更有效

地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与促进作用制度安排及其优化等多方面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政府职能转变已进入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攻坚阶段， 转变不可避免

地从没有受损者的阶段进入有受损者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府职能的转型应

该从何处寻找内在的动力， 以及这种动力存在着什么样的内部局限。 特定形势的特定属性必须用特

定的治理结构与之相匹配， 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经济系统的高效率。 基于此， 理清转变的总体逻辑和

整体思路就显得尤为重要。

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模型非常形象， 它描述的是经济援助对贫困国家的大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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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这种作用只要超过拐点， 皆可以帮助落后国家跳出原来的贫困陷阱。 同样， 只要政府在社会博

弈中发挥的作用达到一定的水平， 就可以从坏的博弈均衡转到好的博弈均衡， 从而促使改革进入良

性循环的快车道。 但是， 政府在发挥作用时会面临悖论问题。 “诺斯悖论” 论证了国家的存在既是经

济增长的关键， 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悖论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悖论， 其关键在于如何界定

好政府作用的边界， 如何抑制政府的掠夺之手。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其市场并不像发达国家的

市场那样完善， 这种不完善是由市场本身没有发育好造成的， 而不是由市场本身的功能性缺陷造成

的。 此时， 政府的作用不是去校正通常意义上的市场失灵， 而是去加强有效制度的供给， 实现在一

定程度上、 一定阶段内政府功能对市场功能 （主要是协调功能） 的替代。 当市场功能逐步完善以后，

政府就要从相关的领域中及时退出。

（一） 城市政策与区域政策

城市和区域的经济政策， 由于地理位置， 其与其他形式的公共部门经济政策有所不同。 城市和

区域经济政策的动机和执行本质上都具有特定空间性， 并且关于是否采取政策干预的决定也依赖于

当地的经济环境。 因此， 城市和区域经济政策通常被划分为两组不同的政策和措施： 城市政策和区

域政策。 这两组空间政策的第一个区别是， 城市政策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环境， 其目标是城市或郊

区范围， 而区域政策的目标是更广泛的空间范围。 第二个区别是其所执行的政策的本质不同。 所有

的城市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动机都是为了改善当地的经济环境， 特定的政策是否适合实施也依赖于对

当地经济环境的定义。 如鼓励 “乡绅化” 的政策被认为是适合城市或郊区的， 基于产业重新选址目

的的大规模区域政策就不适合城市经济。 第三个区别在于制度。 这是因为空间政策所覆盖的地理范

围跨越了多个行政边界， 这些政策的执行需要取得跨区域行政部门的同意和合作安排， 但是这对城

市经济政策来说是很少见的。 第四个区别是为了理解和评价这些政策所需要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

所采用的城市和区域经济政策的本质依赖于政策的目标以及政策执行的空间范围。

１􀆰 城市政策。 在城市范围内实施经济政策， 通常要努力提高城市或市郊的投资吸引力。 为了使

这些政策获得成功， 必须将主要目标瞄准投资部门， 这些投资部门即使是对小城市或郊区范围的经

济或环境变量也是相当敏感的。 这些被认为对小空间规模变量最敏感的部门通常是房地产以及物业

开发行业。 因此， 城市经济政策的焦点趋向于集中在房地产和物业发展部门与其他当地城市经济的

关系上。 特别是， 城市政策为了迎合欠发达地区， 往往需要努力去改变某一区域的房地产开发的相

对吸引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城市政策经常在促使当地经济发展的前提下， 放宽政策、 改变制度

或法律框架。 通过改变有利于某一特定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 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 公共政策通常

被用去指导私人部门的投资模式。 因此， 城市政策的逻辑也主要由政治优先权确定， 并且政策的焦

点趋向于改变当地建筑环境的风貌。

２􀆰 区域政策。 在区域范围内实施的经济政策通常涉及努力去提高某一特定地区的投资吸引力，

特别是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吸引力。 在这个意义上， 区域政策和城市政策类似。 但是二者的一个

主要不同是区域政策所针对的产业部门与城市政策所针对的工业部门有很大的不同。 区域政策中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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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大规模的空间成本和价格变量最敏感的产业部门一般不是房地产开发和物业部门， 而是制造业

和分销部门以及一些执行日常标准活动的商业服务部门。 区域经济政策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在部

门间和区域间都有很大的不同。

区域政策最普遍的类型是供给学派政策。 供给学派政策通过提升当地生产要素的投入质量， 特

别是当地特殊要素的投入质量来提高当地的投资环境。 在一个跨区域的经济体中， 资本和劳动力都

是可流动的， 唯一特殊的生产要素是当地的原材料、 土地和基础建设。 假设原材料的分布不受政策

干预的影响， 那么区域政策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增加当地基础设施投入的质量和多样性上， 特别是

提高当地运输基础设施的质量， 这些政策的预期效果是降低进入该地区的成本， 鼓励现有当地产业

通过提高生产率进行扩张。 但是旨在改善当地区域运输基础设施的区域开发政策的效果是很难预测

的。 如果企业可能在投入之间进行替代， 运输成本的降低应该在所有区域都能起到鼓励竞争的作用。

但是， 如果投入替代不容易发生， 结果将会非常复杂。

当区域政策的制定是以提供当地运输投资为基础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从社会的观点来考虑在一

个相对外围的经济里， 是否应该实施道路修建计划。 假设： 在地理外围有一个区域， 人口很少但高

度分散。 在这样一个区域， 修建新的高速公路将大大减少在任何两个区域位置之间与商业交易相关

的运输成本， 从而大大减少在该区域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的边际成本。 另一方面， 如果新的道路设施

被建在一个很大的人口密集的区域， 而且该区域已经有庞大的道路网络， 新的道路设施只会导致该

区域生产和消费的所有产品的边际成本的微量减少。

为了比较这两种效果， 我们构建了图 ２。 在图 ２ 中， 从高密度区域交易获得的总效率福利 ＴＨ和

低密度区域的 ＴＬ被用来与单个交易的成本相比较。 为了简化期间， 假设在两个地区， 区域内部最初

的运输成本都是 Ｃ， 如果在低密度区域引进新的交通设施， 运输成本的减少将导致边际成本的大幅

下降， 这意味着运输成本现在在相当低的一个位置 ＣＬ。 运输成本的大幅减少大大降低了所有跨空间

交易的单个交易成本， 最后促使总的商业交易量上升。 总的社会福利收益随着商业交易量的增长，

从 Ｑ 增加到 ＱＬ。 另一方面， 如果新的交通基础设施被引入到人口稠密的地区， 单个商业交易边际成

本的下降 （从 Ｃ 到 ＣＨ） 就很小。 这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已经很密集很广泛了， 因此单位交易的交通

成本的降低空间就十分小。 然而， 单个交易边际成本的小幅效率增加是通过大量交易实现的。 因此，

交通成本降低导致了总社会福利的大幅增加， 如图 ２ 所给出的从 Ｑ 到 ＱＨ。 这个结果表明在大型的人

口密集地区， 交通基础设施的社会边际收益可能比小型的人口稀疏地区更高。

上面的例子表明了经济现象的一个共同特性， 那就是公共政策的干预对福利不仅仅有外在空间

上的影响， 这些空间上的影响本身决定着影响的大小。 人口和市场密集程度与空间分布的变化要求

我们仔细考虑公共政策初始执行地的福利因素。 公共政策初始执行地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空间福利分

布的不同， 也会导致福利影响的大小。 基于通过降低土地价格或税收折扣方式， 直接或间接地补贴

移民投资的区域政策同样适用于这样的观点。 地理在决定公共政策初始执行地对经济影响的大小和

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作用。 因此， 所有区域政策的影响必须进行外部空间考虑的仔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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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区域基础设施的福利效应

（二） 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中国经济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的作用， 它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一

个很好的 “为增长而竞争” 的环境。 在地方政府竞争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质

量体现了地方政府的竞争优势， 地方政府为了在竞争中胜出会努力在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上进行制度

创新。 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 “重基本建设、 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

服务” 的明显扭曲。 分权对 “硬” 公共物品供给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 但是对 “软” 公共物品供给

却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下文把地方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有利于当地企业发展

的发展型公共物品， 另一种是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民生型公共物品。 我们研究为了打造

世界级城市群， 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对提供两种公共物品应有怎样的态度？

我们将基于激励理论中的共同代理模型探求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内在机制。 地方

政府既是当地企业的代理人， 也是当地居民的代理人。 地方政府既跟当地企业之间存在互动， 也跟

当地居民之间存在互动， 正是这种互动关系的强弱以及这种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地方政府对不同公共物品的不同数量和质量的供给。

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是常数绝对风险规避型的 （ＣＡＲＡ）， Ｕ ＝－ ｅ －η（ ｔ －ａ
２
２ ） ， 其中 η 是绝对风险规避

系数， ｔ 是地方政府获得的支付， ａ 是地方政府付出的努力水平。 地方政府的努力既包括无形的时间

和精力， 也包括有形的资金和资源。 地方政府既可以付出努力供给发展型公共物品， 也可以付出努

力供给民生型公共物品，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地方政府要完成两种不同性质的任务。 我们假

设地方政府在民生型公共物品上付出的努力水平为 ａ１， 成本为
１
２
ａ２

１。 地方政府在发展型公共物品上

付出的努力水平为 ａ２， 成本为
１
２
ａ２

２。 公共物品的生产除了由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决定以外， 还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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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因素的干扰， 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的过程中存在风险。

我们假定民生型公共物品的供给函数为 ｇ１ ＝ ａ１ ＋ ε１， 其中 ε１ 是一个符合正态分布的随机冲击，

其均值为 ０， 方差为 σ２
１， 即 ε１ ～ （０， σ２

， １） 。 σ２
１ 可以看成是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风险。 同样

的道理， 我们假定发展型公共物品的供给函数为： ｇ２ ＝ ａ２ ＋ ε２， 其中 ε２ 是一个符合正态分布的随机冲

击， 其均值为 ０， 方差为 σ２
２， 即 ε２ ～ （０， σ２

２） 。 σ２
２ 可以看成是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风险。

地方政府提供 ｇ１水平的民生型公共物品， 可以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得的支付为 ｔ１ ＝ α０ ＋ ｓ１ｇ１， 其中 α０ 是

一个大于 ０ 的常数， ｓ１是民生型公共物品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强度。 地方政府提供 ｇ２水平的发展型公共

物品， 可以从当地企业那里获得的支付为 ｔ２ ＝ β０ ＋ ｓ２ｇ２， 其中 βｏ 是一个大于 ０ 的常数， ｓ２是发展型公

共物品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强度。

地方政府提供民生型公共物品和发展型公共物品时的确定性等价 （ＣＥ） 为：

ＣＥ ＝ α０ ＋ ｓ１ａ１ － η
２
ｓ２１σ２

１ ＋ β０ ＋ ｓ２ａ２ － η
２
ｓ２２σ２

２ － １
２
ａ２

１ － １
２
ａ２

２ （６􀆰 ３）

由 （６􀆰 ３） 式， 让 ＣＥ 对 ａ１ 求偏导并令结果等于 ０， 可以得到地方政府供给民生型公共物品激励

相容约束为： ａ１ ＝ ｓ１。 同样地， 由 （６􀆰 ３） 式让 ＣＥ 对 ａ２ 求偏导并令结果等于 ０， 可以得到地方政府供

给发展型公共物品的激励约束为： ａ２ ＝ ｓ２。

我们假定地方政府不提供民生型公共物品和发展型公共物品而做其他事情时可以获得的保留确

定性等价为 ｔ０，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参与约束为： ＣＥ ≥ ｔ０。

当地方政府面临的是共同代理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分别分析当地居民的最大化问题和当地企

业的最大化问题。 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 当地居民和当地企业在位置上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的求解

所得到的答案会比较简单， 这样正好有利于简化我们的分析。

如果当地居民对每单位民生型公共物品的评价是 Ｐ １， 那么当地居民的最大化问题为：

ｍａｘ
ａ１， ｓ１

Ｐ１ － ｓ１( ) λ１ａ１ － α０[ ]

ｓ．ｔ．

　 　 　 ａ１ ＝ ｓ１

　 　 　 ＣＥ ≥ ｔ０
（６􀆰 ４）

解这个最大化问题， 我们可以得到均衡值： ａ∗
１ ＝ ｓ∗１ ＝

Ｐ１

ησ２
１ ＋ １

（６􀆰 ５）

所以， 民生型公共物品的均衡期望供给水平为： Ｅｇ∗
１ ＝

Ｐ１

ησ２
１ ＋ １

（６􀆰 ６）

（６􀆰 ６） 式就是我们求得的地方政府供给民生型公共物品时的内在机制。

如果当地企业对每单位发展型公共物品的评价是 Ｐ ２， 那么当地企业的最大化问题为：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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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
ａ２， ｓ２

Ｐ２ － ｓ２( ) λ２ａ２ － β０[ ]

ｓ．ｔ．

　 　 　 ａ２ ＝ ｓ２

　 　 　 ＣＥ ≥ ｔ０

（６􀆰 ７）

解这个最大化问题， 我们可以得到均衡值： ａ∗
２ ＝ ｓ∗２ ＝

Ｐ２

ησ２
２ ＋ １

（６􀆰 ８）

所以， 民生型公共物品的均衡期望供给水平为： Ｅｇ∗
２ ＝

Ｐ２

ησ２
２ ＋ １

（６􀆰 ９）

（６􀆰 ９） 式就是我们求得的地方政府供给民生型公共物品时的内在机制。

由 （６􀆰 ６） 式我们很容易得到， 地方政府民生型公共物品的均衡期望供给水平随当地居民对每单

位民生型公共物品的评价 （Ｐ １） 的增大而增大， 随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风险 （ σ２
１） 的增大

而减小。 由 （６􀆰 ９） 式我们很容易得到， 地方政府发展型公共物品的均衡期望供给水平随当地企业对

每单位民生型公共物品的评价 （Ｐ ２） 的增大而增大， 随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风险 （ σ２
２） 的

增大而减小。 所以，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供给发展型公共物品而不愿意供

给民生型公共物品， 除了因为发展型公共物品的 “政治价格” 过高和民生型公共物品的 “政治价

格” 过低以外， 还因为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风险偏低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风险

偏高。

由于存在户籍制度等人口流动的限制， 使得当地居民在自己对民生型公共物品的评价得不到满

足时难以 “用脚投票”， 结果使得退出机制失灵。 而当地企业却仍可以通过 “用脚投票” 进行相对

有效的 “退出”， 同时地方政府之间的 “招商引资” 竞争可以使企业的退出威胁非常可信。 结果，

虽然当地居民和当地企业都是地方政府的委托人， 但很明显的是当地居民只是一个 “弱势委托人”，

而 “当地企业” 则是一个 “强势委托人”。 另一方面， 民生型公共物品的供给受地方政府可以控制

以外的因素的影响比较大， 而且民生型公共物品的 “可见度” 比较低。 相反， 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

过程中的风险偏低是因为发展型公共物品的供给受地方政府可以控制以外的因素的影响比较小， 而

且发展型公共物品的 “可见度” 比较高。

所以， 中央政府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调整民生型公共物品和发展型公共物品的政治价

格。 从制度层面改变政绩考核指标， 将人民群众的意见纳入官员考核的范围， 迫使政府加大服务领

域的投资力度，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实现财政由 “经济领域投资” 向 “供给服务领域投

资” 的转变， 使政府职能围绕公民、 企业、 社会中介组织等多元主体展开。 除此之外， 还要尽量设

法降低民生型公共物品相对发展型公共物品的供给风险， 改变地方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 “偏向”。 努

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促进劳动力的异地流动， 逐步形成当地居民 “用脚投票” 偏好的表露机制，

增强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的实际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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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约束

地方政府转变经济管理职能的前提是制定出科学、 公正、 有效力的制度， 同时要保证制度建设

制定过程的科学性。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 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

心并包括其他配套制度改革的大规模的系列制度变迁， 即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其他制度改革的支

持与配合， 如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 产权制度改革、 契合市场化要求的法制基础设施的构建

以及以教育、 医疗、 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改革等。 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制度改革相配合，

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即使再清晰， 也将步履维艰。 诚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所言： “一个体制

中的各种制度具有战略互补性， 某一项或某几项制度发生变革， 其他的制度要么进行相应的变化，

要么就会与新制度不相配合， 对新制度的实施产生阻碍。”

厉以宁指出： “强化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必须高度重视， 政府在经

济管理中必须把制度化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具有互补性

的相关制度改革尽管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但与建立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

的差距， 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各级政府职能转变的实际进展。 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中央

治国者、 地方政府官员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三方博弈中向市场经济制度渐进过渡的， 中央治国者、 地

方政府以及分权化改革都在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令在时期 ｔ 一国所能实现的市场经济制度水平为 λ ｔ ∈ ［０， １］ ， 并且被各个地方政府所执行。 其

中 λ ｔ ＝ ０ 表示该国完全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及意识形态的控制； 而 λ ｔ ＝ １ 表示该国已经正式确立了

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主导地位。 即一个经济体在时期 ｔ 的市场化水平 λ 越高，

它就越是能为微观主体提供自由交易的空间和获利机会， 从而增加社会福利。 只不过随着 λ 的增加，

这种正效应的增强会减弱， 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 这种创新对既有经济主体， 比如国企及与其相关

的利益主体造成巨大负面冲击。 如果一个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 λ 从 ０ 到 １ 的转变， 则被称为激

进或大爆炸改革， 否则就属于渐进式改革。 不过在我国渐进式的改革中， 改革的发动者一定会考虑

改革的步伐而使得这种负效应小于经济活力增加的正效应。 鉴于此， 我们在模型中忽略这种负效应

而将该经济体的经济活力和社会福利表述为： ｇｔ ＝ λｘ
ｔ ， 其中 ｘ ∈ （０， １） 为常数且取决于一个地区的

经济结构、 发展水平。

当中央治国者接受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水平为 λ ｔ 的市场化改革， 则将给他们带来两种效应。

一方面， 改革增进了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 λｘ
ｔ 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支持， 从而增进了效用； 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成分 λ ｔ 的引入不可避免的挤压国有经济的份额， 从而带来负效应。 因此， 将中央治国者在

时期 ｔ 的效应函数描述为：

Ｕａ ＝ λｘ
ｔ ｂｋｔ － λ ｔ（ａ

１
ｋｔ － ａ） ， 其中 ａ ＞ １， ｂ ＞ １ 是参数， ｋｔ ∈ ［０， １］ 表示中央治国者在时期 ｔ 对市

场经济制度的认知程度。 具体而言， ｋ＝ ０ 和 １ 分别表示中央治国者对市场经济制度一无所知而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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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否定态度和充分认知并认同。

某一地方政府 ｉ 在任期初始阶段 （时期 ｔ） 发动制度变革而使该辖区的市场经济程度在其任期末

（时期 ｔ＋１） 达到 λ ｔ ＋１ 。 若该变革在事后得到中央治国者的认同， 则会给他带来正的政绩。 在地方官

员之间展开晋升的锦标赛时， 地方官员 ｉ 预期发动自主的制度改革且能够被中央治国者认同的政绩是

Ａ·［（ｇｉｔ －１ － ｇｉｔ） － Δｇ －ｉｔ＋１］ ， 其中 Δｇ －ｉｔ＋１ 表示地方官员 ｉ 预期其他地方有制度改革而在时期 ｔ＋１ 所实

现的经济增长。 不过， 地方官员也担心自己发动的改革超越了中央治国者容忍的界限而遭到巨大的

政治风险， 同时他们主要通过观察当前的市场制度水平 λ ｔ 来推断中央治国者在事后接受自己展开的

制度变革的概率 ｑ（Δλ ｔ ＋１ ｜ λ ｔ） ， 其中 Δλ ｔ ＋１ ＝ λ ｔ ＋１ － λ ｔ 。 地方政府还预期， 如果自己的改革行为不被

认可， 则在时期 ｔ＋１ 遭受惩罚 Ｒ ｉｔ ＝
Ｂ
λ ｔ

， 其中 Ｂ 为大于 １ 的常数。 所以， 若官员在时期 ｔ 发动自主的

制度变革， 则其预期在时期 ｔ＋１ 发生的效用可描述为：

ＥＵｉｔ ＋１ ＝ ｑ（λ ｔ）Ａ·（ｇｉｔ ＋１ － ｇｔ － Δｇ －ｉｔ＋１） － （１ － ｑ（λ ｔ））Ｒ ｉｔ ＋１

＝ λ ｔＡ·（ｇｉｔ ＋１ － ｇｔ － Δｇ －ｔ＋１） － （１ － λ ｔ）
Ｂ
λ ｔ

（６􀆰 １０）

当然， 该地方官员也可以选择不冒险在本地发动制度变革。 那么， 其预期的效用函数为：

ＥＵＮｏｔｉｔ ＋１ ＝ － Ａ·Δｇ －ｉｔ＋１

（一） 中央授权型改革

在改革的初期阶段， 中央治国者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水平有限， 不会贸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政府

职能转变。 同时， 地方政府官员担心职能转变的政治风险， 并受到事权和财权方面的约束， 也不可

能自主进行职能转变。 为了避免因变革不当而造成的巨大损失， 理性的选择就是中央治国者首先委

托和授权个别地方政府进行改革试点， 然后根据试点结果再决定是否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即所谓的

“授权改革”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在授权改革中， 对于那些获得授权的政府， 最大的好处在于消除了

职能变革的政治风险。 他们了解当地企业家的需求， 因此能发动恰当的变革， 增强本地经济活力，

从而增进其政绩。 相对于那些没被授权的地方官员， 他们独享这份政绩， 即 Δｇ －ｉｔ＋１ ＝ ０， 所以预期的

效用函数为： ＥＵｄ
ｉｔ ＋１ ＝ Ａ·（λｘ

ｔ＋１ － λｘ
ｔ ） 。 这种供给主导型职能转变方式的优点是改革的风险小、 成

本低。

当然， 授权改革的性质也决定了地方官员只能在授权的范围内展开制度变革实验。 假设在时期

ｔ， 中央治国者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知水平为 ｋｔ ， 因此他们期望时期 ｔ＋１ 的制度变迁达到最优化水

平为：

λ∗
ｔ ＋１ ∈ ａｒｇｍａｘ　 ＥＵｄ

Ｃｔ＋１ ＝ λｘ
ｔ＋１ｂｋｔ － λ ｔ ＋１（ａ

１
ｋｔ － ａ）

容易得到： λ∗
ｔ ＋１ ＝ （ ｘｂｋｔ

ａ
１
ｋｔ － ａ

） １
１ － ｘ

（６􀆰 １１）

因此， 中央治国者有意愿在时期 ｔ 授权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幅度为 （λ∗
ｔ ＋１ － λ ｔ） 的改革实验。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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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 获得改革授权的地方官员的行为可描述为：

ｍａｘＥＵｄ
ｉｔ ＋１ ＝ Ａ·（λｘ

ｔ＋１ － λｘ
ｔ ）

ｓ􀆰 ｔ􀆰 λ ｔ ＋１ ≤ λ∗
ｔ ＋１

（６􀆰 １２）

显然， 上述方程的解为 λ∗
ｔ ＋１ ＝ （ ｘｂｋｔ

ａ
１
ｋｔ － ａ

） １
１ － ｘ

， 其经济含义是： 获得试点权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

最大化自身利益， 必然把中央授权的制度变革空间用到极限。 这也将使本地经济活力增加： Δｇｉｔ ＋１ ＝

ｘｂｋｔ

ａ
１
ｋｔ － ａ

æ

è
çç

ö

ø
÷÷

ｘ
１ － ｘ

－ λｘ
ｔ 。

（二） 地方政府对授权改革的擅自模仿

虽然授权式改革可以减少风险， 却仅仅使少数获得转变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和官员 （ ｉ） 获得优

势， 而使其他地方官员 （ｊ） 处于不利地位。 所以， 那些未获授权的地方官员有强烈的动力根据本地

的具体情况同步模仿。 当然， 这些地方官员面临着事后被发现而不被中央治国者认同， 从而遭受政

治惩罚的风险， 所以其预期的效用为：

ＥＵｓ
ｊｔ ＋１ ＝ λ ｔＡ·（ｇ ｊｔ ＋１ － ｇｔ － Δｇｉｔ ＋１） － （１ － λ ｔ）

Ｂ
λ ｔ

＝ － （１ － λ ｔ）
Ｂ
λ ｔ

（６􀆰 １３）

这意味着， 在制度变迁还处在中央主导的授权改革阶段时， 那些未被授权改革的地方官员擅自

模仿改革的预期效用为负。 但是， 只要他们发现消极等待的期望效用更小， 他们就可能发动这种模

仿性的改革尝试。 即 ＥＵｓ
ｊｔ ＋１ ≥ ＥＵＮｏｔｊｔ ＋１ ， 或者

ｘｂｋｔ

ａ
１
ｋｔ － ａ

æ

è
çç

ö

ø
÷÷

ｘ
１ － ｘ

＋ Ｂ ≥ Ｂ
λ ｔ

＋ λｘ
ｔ 。

令 λ ｔ ＝ λ
－
， 上式取等号。 若 λ ｔ ≥ λ

－
时， 上式成立。 而且， 很容易证明 λ

－
≺ λ∗

ｔ ＋１ 。 即当整个国家

的制度变迁足够高时， 在晋升竞争的激励下地方官员将有跳出中央授权改革限制的冲动； 而且， 中

央政府越是宣传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认同， 即 ｋｔ 越大， 地方官员们越有可能根据本地区企业家的需求

而在本地区擅自发动变革尝试。

（三） 地方政府自主发动的制度变革竞争

随着国家整体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认同程度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不再满足于

授权改革和模仿授权改革， 他们潜藏着突破授权改革的约束而发动自己主导的制度创新的冲动。 这

样， 地方政府之间将发生变革竞争， 而不仅仅是未获授权的政府和授权政府之间的竞争。

具体而言， 从地方官员的角度看： 即便中央治国者在时期 ｔ＋１ 的认知水平未改变 （ ｋｔ ＋１ ＝ ｋｔ ），

只要中央治国者在事后发现地方官员的改革措施确实能促进增长、 改善了民生而未减少其原有的总

效用， 那么他们就很可能在事后接受和认同这些自发的制度变革并乐意将之推广到全国，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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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ａ
Ｃｔ＋１ ＝ λｘ

ｔ＋１ｂｋｉ － λ ｔ ＋１（ａ
１
ｋｉ － ａ） ＞ ＵＣｔ

＝ λｘ
ｔ ｂｋｉ － λ ｔ（ａ

１
ｋｉ － ａ） ≥ ０

（６􀆰 １４）

通过图 ３ 可知： 若在时期 ｔ 地方官员只要选择推进的改革程度不超过 λ ｔ ＋１

～
， 即 λ ｔ ＋１ ∈ ［λ ｔ，

λ ｔ ＋１

～
］ ， 那么在事后都会得到中央治国者的认同。

图 ３　 地方政府自主发动的变革程度

总之， 可将地方政府 ｉ 选择制度创新的决策描述为：

ｍａｘＥＵｉｔ ＋１ ＝ ｑ（λ ｔ）Ａ·（ｇｉｔ ＋１ － ｇｔ － Δｇ －ｉｔ＋１） － （１ － ｑ（λ ｔ））Ｒ ｉｔ ＋１

ｓ􀆰 ｔ􀆰 　 λ ｔ ≥ λ
－

　 　 　 Ｆ（λ ｔ）·Ｓｉｔ ≥ Ｃ ｉｔ（λ ｉｔ ＋１ － λ ｔ）

　 　 　 λ ｔ ＋１ ≤ λ ｔ ＋１

～

（６􀆰 １５）

显然， 地方官员 ｉ 在时期 ｔ 将发动自主的制度创新， 将市场化的制度水平在时期 ｔ ＋ １ 提升到

λ ｔ ＋１

～
。 这意味着， 若国家市场导向的制度变迁已经达到足够高的水平， 分权改革和经济发展已经使

得各地具备充分的财力来发动自主改革， 那么地方政府将有可能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

此时， 不仅各地方官员将根据本地企业家的需要展开形式更加多样化的制度变革， 而且制度变革也

将以更快的速度被推进， 因为 λ
～

ｔ＋１ － λ ｔ( ) ＞ λ∗
ｔ ＋１ － λ ｔ( ) 。

在这样一种制度变迁的框架内， 中央治国者因缺乏制度创新的知识而依赖于地方政府的知识积

累和传递， 但为了控制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也需要防止地方政府的过度改革； 在行政性放权的

条件下， 地方政府官员希望通过引入市场经济制度搞活本地经济， 赢得中央或上级政府认同的最佳

政绩， 因而具有捕捉潜在制度收益的动机， 但他们的制度创新既要获得中央的授权、 默许或事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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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也需要微观主体在不给他们带来政治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参与； 微观主体为了经济自由和机会也

渴望能扩大其自主决策能力的市场经济制度， 但难以直接成为中央政府的谈判对手， 搭便车心理的

广泛存在使集体行动难以形成， 所以欢迎地方政府作为他们廉价的集体行动组织， 同时微观主体也

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约束。 可见， 在放权让利的大背景下， 当自上而下的改革面临

障碍时， 可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一定阶段扮演制度变迁的 “第一行动集

团”， 也正由于他们的参与给制度变迁带来了重大影响。 地方政府在市场取向改革中扮演主动参与者

的角色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得以相对平稳地推进， 并且能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加快我国的市场化进程，

从而使得我国的制度变迁路径呈现出阶梯状， 使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五、 结论

本部分基于地方政府竞争、 产业结构趋同与产业的分工演化视野， 对长三角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进程中政府职能转变进行研究。 根据相关的研究， 影响城市群发展能力的因素， 按照城市群主体的

自我选择性程度进行排序， 依次是： 政策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市场环境———产业结构———基

础设施环境———产业竞争力。 在政府行为、 当地资源、 运输条件， 以及产业结构的历史因素等对城

市群竞争力影响的各种因素中， 政府行为的作用最为关键。

与改革之前相比， 我国财政权和税收权逐渐向中央政府集中， 而投融资权和企业管辖权等则逐

渐向地方政府下放。 这些做法产生了双重效应， 一方面削弱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 另一方面

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地方经济决策的自由。 前者导致城市群内外长期财政收支的不平衡， 后者放

大了地方政府扩大投资促进增长的欲望和冲动。 此二者是破解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竞争力难题的关键。

理由是， 财税权、 地方投融资权和企业管辖权的集中和下放， 使得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愿望巩固税基

以保证财政收入， 而在这种财税体制下对地方税收有重要贡献的地方企业自然是地方保护的主要对

象。 地方保护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 但最根本的手段无非是对不同性质企业的投资项目和政策措施

给予差别化的待遇。 而地方政府所实行的差异化政策， 对于城市群内外产业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如果是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对地方经济实行保护， 其结果往往由于加大了贸易成本使得地区产业

结构出现趋同。 而根据空间经济学基本理论思想， 当地方政府在行使直接投资这一地方经济决策权

时， 如果充分地利用了 “蒂伯特 （Ｔｉｅｂｏｕｔ） 选择” 机制， 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加强对当地基础设施

建设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那么在区域内的乘数效应以及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的共同

作用下， 其政策作用效果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循环累积， 使得城市群内外产业结构

的差异性不断增强。 在现行价格体系下， 代表政府投资意愿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往往市场

化程度较低， 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决策大多是在充分地考虑了 “蒂伯特用脚投票机制”

的基础上做出的， 因而其投资的市场化程度普遍较高。 因此， 地方保护主义对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

力会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 但地方政府在对

·９５·

高铁时代与长三角城市群



当地经济实行保护的同时， 往往会忽视其在地方经济决策中的蒂伯特选择功能， 因而在克服地区重

复建设和有效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政府职能如何定位和转变， 对提升城

市群竞争力有何影响， 本文上述部分已进行重点研究。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 城市群逐渐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力量， 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各大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长江三角洲地区各个城市地

域相邻、 经济相连、 文化相融，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雏形。 加快

推进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发展， 关键要加快构筑统一的区域市场体系， 区域市场体系的构建取决于

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创新能力和水平。 沈坤荣［７］ 认为在市场化改革中， 地方政府充当企业

家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 周业安［１６］ 运用政府竞争理论分

析转型经济， 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广泛的制度竞争， 通过对外在规则和内在规则的调整可

以提升一个区域的成本竞争力。

长三角地区在过去 ３０ 年中的快速发展， 某种程度上是源于长三角三省市间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地

方政府间经济激励、 政治晋升所不断激发出的创新活力。 竞争会减小政府扭曲资源配置的动力， 提

高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发展环境等公共物品供给水平， 完善对人才、 技术、 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

的平台准备。 当然， 长三角地区的无序竞争也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 尤其是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

低成本使用， 已经给长三角地区今后继续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长三角地区的未来应着眼于

该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全面提升长三角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条件下， 协调好地区间的经济竞

争与合作关系， 构建经济资源流动的统一性市场。 从目前长三角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现实需要看，

主要还是要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政府的执政效率， 从改善民生、 提高长三角经济的运行绩效出发，

推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我们认为政府职能转变最为紧要的是需要强化以下基本制度

建设：

第一， 从国外历史经验看，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首要的是规则制度，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的

快慢关键也在于是否有完善的制度保障。 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打造也应当首先建立长三角共同市

场规则， 在长三角内部进行制度协调， 在制度层面形成一个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将地方政府行

为引导到保障要素自由流动轨道上， 构建长三角区域共同市场和公平的竞争平台， 实现区域整体利

益的最大化。

第二， 营造省际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 区分城市政策和区域政策。 一个平衡的

政治经济环境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负面影响， 而且有助于地方政府形成一个

稳定的政策预期， 防止地区间在争取政策优惠方面陷入恶性循环。 根据特定空间性以及当地的经济

环境， 区别执行城市政策和区域政策。

第三， 加强政府决策约束、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规范地区间财政竞争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形

成省际间有序竞争的长效机制， 在调动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前提下， 防止陷入囚徒困境。 为

减少一些浪费性财政竞争项目给地方财政造成的压力， 需要提高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效率，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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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政府决策的多方面制约性机制。 改变地方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 “偏向”， 尽量降低民生型公共物品

相对发展型公共物品的供给风险， 提高对民生型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

第四， 完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 地区间财政竞争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各级政府官员， 因为官员们

的政治声誉与地区经济发展往往有密切的联系， 因而财政竞争不仅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的竞争，

同时也是官员政治声誉的竞赛。 要真正缓解恶性的财政竞争， 避免产业结构趋同， 必须完善官员选

拔任用制度。 从制度层面改变政绩考核指标， 降低 ＧＤＰ 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权重， 将人民群众的

意见纳入官员考核的范围。 迫使政府加大服务领域的投资力度，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实现

财政由 “经济领域投资” 向 “供给服务领域投资” 的转变， 这对提升城市群竞争力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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